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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國際社會常將1 9 9 0年代稱為社區

的年代，各種有關社區政策的推出，無

論是健康、住宅、就業、犯罪或照顧

領域，經常以一種社區的「再發現」

（rediscovery）、「更新」（renewal）或

「再現」（resurgence）之姿態出發，主

要目的在於回應社會高度現代性發展下，

所帶來之社會疏離、犯罪、貧窮與不平等

等現象。這些話語的背後，社區被賦予多

重的意義，一方面，相較於現代社會人際

互動的冷漠，儘管人們高度享有物質生活

的進步與滿足，但生活世界的高度社會分

化與專業化，逐漸產生如George Simmel指

稱之個人為外在世界所控制，以及Marx 

Weber所稱社會處於高度追求效率的「理

性化」（rationalization）現象，在這些過

程中，伴隨著人們精神與心靈層面之空

虛、無聊感，形成一種將情感投注於對傳

統社區的緬懷，社區被認為是溫暖的、值

得信任的，透過政府的政策或是資源的投

入，其基本的假定在於喚醒人們舊有的傳

統價值，例如，互助、互惠與凝聚力。

Duerden（2018）即指出，社區是一種善

的力量（force for good），缺乏社區將會

是當今「社會之惡」（social evil）（引自

Gilchrist, 2019, p. 1），這可說是一種對社

區精神和社區關係的渴望與呼喚。

在這股社區主義的思潮下，如何將

社區納入公共政策內涵，已吸引政治人物

高度的關注，再加上許多專業者或學術

界的倡導，一種主張傾聽人民聲音或形成

多元政策網絡的論述，影響著社區政策

的形成（Miller & Ahmad, 1997），亦促成

「社區」成為公共政策實踐的主要場域，

使得「社區」（community）或其附加語

「以社區為基礎」（community-based），

在提「地方層級」（local level）或「與民

共事」（working with the people）之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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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時，已成為普遍流行或默認的術語

（default terminology）（Titz et al., 2018），

且「社區治理」（community governance）

一詞，亦廣泛地出現於各項公共事務的

討論（如：黃源協等人，2015；陳秀卿，

2015；蕭文高，2019）。

臺灣早在1965年行政院頒布的民生

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即首度提出「社

區發展」一詞，之後，與社區發展相關的

政策、綱領、綱要或方案即不斷地被提

及，例如，1968、1991年的《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1994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提出的「社區總體營造」、1996年內政部

的《推動社會福利社區化實施要點》、

1999年行政院衛生署提倡的「社區健康營

造」。1999年的921大地震後，社區更被

視為是災後重建的重要基地，尤其是2002

年行政院核定通過「挑戰2008—國家發

展重點計畫（2002-2007）」之「新故鄉社

區營造」，以及2005年行政院核定的「台

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再次的強調「社

區」乃為政府施政的重點工作。2016年行

政院核定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簡

稱長照2.0），出現「社區」一詞更高達

541次，計畫目標為：建立以社區為基礎

之照顧型社區；衛生福利部2017年核定的

「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社區」一詞

亦出現267次，計畫目標為：建構「以家庭

為中心、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模式。

前述的發展強烈地意味著「社區」

是解決許多社會問題希望之所在，且其所

涉獵的範疇已從傳統社區發展之社區公共

設施、生產福利與精神倫理三大建設，逐

步展延至關懷照顧，再延伸至社區生活

的各個面向（如：產業、人文、治安、環

境、生態⋯⋯等）。發展迄今（2024），

許多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部會或局處，皆對

社區寄以厚望，且將社區納為其推動業務

的一環，傳統的社區發展模式亦隨之趨於

多元且複雜，如何開發及善用社區的量

能，並爭取與統整外部的資源，已成為許

多地方社區組織的重要工作。基於前述的

發展趨勢與現象，本文旨在從社區治理

（community governance）的觀點，尤其

是公民參與、網絡及權力等與社區政治相

關的面向，探究臺灣社區須面對的治理議

題，並據以提出對社區工作的意涵。

貳、社區治理

一、從統治、管理到治理

對於治理的探討在政治或公共行政

領域已獲得普遍的重視，相較之下，就

社會政策而言，雖然對於治理的討論起

步相對較晚，惟隨著公共行政之科層模

式及公共管理之準市場（quasi-market）

模式的相繼失靈，新公共治理之「網絡

治理」（network governance）隨之興

起，「治理」已成為當前推動公共事務

的主要模式。Rhodes（1997）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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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為「自我管理的、組織之間的網

絡」（self-organizing,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他視網絡為政府、市場結構

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治理模式。網絡治理

模式具有下列幾項重要的特性（Klijn & 

Koppenjan, 2016; Torfing & Sørensen, 2014;  

Rhodes, 1996）：

（一）部門之間的水平連結：治理要

比統治更為廣泛（包括非政府行動者），

且轉移並模糊了公、私及志願部門之間的

界線；公、私及志願部門之自主行動者，

彼此之間有較為穩定之相互依賴的水平連

結。

（二）網絡成員持續性的互動：由於

需要相互交換資源與協商共同的目的，網

絡成員彼此之間須有持續的互動。

（三）彼此同意的遊戲規則：以信任

為基礎，網絡參與者是在一種具有規範、

認知及想像中之較具制度化架構，且彼此

同意的遊戲規則約制下進行互動與協商。

（四）有限的自主性：網絡是自主的

組織，無須向國家負責，但國家可居於主

權的立場，以間接的方式引導網絡。

（五）公共目的的產出：在公共價

值、願景、計畫、規則和具體的決定之廣

泛的意識下，有助於公共目的的產出。

顯然，治理的範疇已擴展至公部門、

私部門及志願部門均參與運作的社會治理

模式。亦即，傳統以政府為中心的統治型

態，以及以市場競爭為中心的管理型態，

已轉變為強調「政府和社會」協調合作的

型態。具體而言，治理強調的是中央與地

方政府之外，服務所涉及的公私組織和志

願性團體，彼此在互動時連結出來的合作

網絡（林珍珍、林萬億，2014）。治理的

概念已廣泛運用於公部門、非營利或營利

組織，且強調必須在網絡合作的過程中發

揮其運作效能（Patti, 2000）。

二、從網絡治理到社區治理

Sullivan（2001, pp. 10-15）從地方政

府與社區之互動分析，區分出三種不同的

社區治理架構，包括：

（一）社區政府：強調地方政府是整

個社區治理的基礎體系，地方政府不再直

接進行服務供給，而將治理的重心轉而著

重於增強地方政府的能力與責信，並扮演

整個治理體系中策略性管理的角色。

（二）地方治理：類似於前述的網絡

治理，關注的是地方政府與其他部門之間

的互動與相互依賴關係。

（三）公民治理：主要係受到社群主

義觀點之影響，著重以社區及民眾為基礎

的治理模式，即是許多學者強調的社區治

理概念（Pierre & Peters, 2000; Tenbensel, 

2005）。

Etzioni（2001, p. 14）即指出，透過

政府的權力下放過程，可讓更多民眾有機

會參與社區治理，甚至整個服務供給的體

系即應該以社區的鄰里或家庭場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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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社區治理是一種超越網絡治理之自我

治理模式，是一種社群主義所著重的自我

治理，強調社區居民能擔負起對於社區的

責任，藉由參與的過程，激發居民對社區

或公共事務的關懷，這除了可以增加個人

的社區凝聚力，亦可誘發個人對社區盡責

任的過程，而不是僅在享有權利而不盡義

務，其最終的理想是達成一種無需統治的

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不同於網絡模式之涉獵廣泛的範圍、行動

者的權力是分散且流動的，且必須依賴其

他行動者的資源以實現個別的目標，致使

參與者的互動關係可能趨於形式化、以及

行動者間必須反覆的調適過程，社區模式

假定參與者之間的同質性較高（Pierre & 

Peters, 2000），且強調個別社區內部的認

同、共識建立以及自主運作，具有相對較

強的主體性與責任義務，因而必須從網絡

的概念中再度區分出來，否則當社區缺乏

自我治理的能力時，將可能讓社區處於一

種脫序或混亂的狀況，致使無法達成完善

的社會治理（Kooiman, 2003）。

參、公民參與、網絡與權力

Kooiman（1993, p. 251）指出，已沒

有任何單一的行動者，可單獨承擔有所事

務的責任，也沒有任何單一的行動者可以

支配他者，或將解決社會問題的成本置於

他人而獨自受益。Sullivan（2001, pp. 35-

36）亦指出，進行社區治理時，政府通常

須面對以下的困難：（一）如何讓鄰里的

權力關係運作保持平衡；（二）如何打破

既有的阻礙，以使夥伴關係能夠運作；以

及（三）如何確保地方政府改變的同時，

讓其他利害關係者獲得充權。依此，社區

治理若欲達成「無需統治的治理」的理想

狀態，權力╱能力建構、網絡╱夥伴關係

與公民╱社區參與對良善社區治理實具有

重要的意涵。

一、權力╱能力建構之於社區治理

在社區工作的實務上，政府與社區之

間的關係，抑或專業者與社區間之父權主

義傾向，常成為左右社區自主性的重要關

鍵，亦是公民社會論述中欲去除的權力關

係，不過這也存在著兩難，就如同過去社

區發展所強調的自助一般，它有時會被當

成是政府推託責任的辭藻；因此，培力強

調政府與社區之間不應該存在一種權力不

平等、相互替代或是社會控制，而是相互

扶助的角色。Sałustowicz（2001, p. 138）

即指出，地方與中央政府應積極提供各種

專業的教育及訓練，以透過諮商、動員及

協商方式，協助社會行動團體及草根性運

動；Duyvendak（2001, p. 64）亦認為，

透過對各種運動與人民團體的支持，協助

團體體認其機會與契機，並恢復其自信，

社區工作可以在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扮演

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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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ser與Lepofsky（2004, p. 10）亦提

醒，對於個人的培力有時是種兩面刃，經

過能力建構後，社區領導者可能變成另外

一個掌有權力的壓迫者，社區卻無法從中

獲得任何好處，不過他們仍應扮演以「居

民為導向」（resident-driven）的參與

者，確保任何的努力都可以使住在貧困地

區之人民獲得培力，並為鄰里帶來正向的

改變。在一個資源競逐的社會裡，如何透

過營造一個更強力的社區，對社區之資源

的爭取、運用和配置將有重大的影響，為

此，能力建構的策略選擇是重要的關鍵因

素，亦是所有地方性方案的期望，在產生

可預見的結果之前，它需要長期性的投資

方能達成（Alcock, 2004）。能力建構可

供採取或組合之策略包括：（一）領導者

的發展與傳承；（二）新組織的設立與發

展；（三）組織的連結與協力；（四）組

織的學習與成長；以及（五）成功經驗的

強化（Chaskin et al., 2001; Rubin & Rubin, 

2008；Brimblecombe et al., 2014; Zasada et 

al., 2015）。其中，領導者的發展與傳承

及組織的連結與協力，與社區政治或權力

的運作息息相關，其成敗對社區的永續治

理有絕對的影響。

二、網絡╱夥伴關係之於社區治理

在公民社會的論述中，網絡建構

（networking）常會被視為是對抗現代化

社會進程的主要工具，其中，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的論述最廣受關注，其

核心概念在於將社會網絡視為是有價值的

資產，網絡提供了社會共識的基礎，且就

像其他形式的資本（如物質、貨幣、文

化）一般，它是可以投資的，是可以期待

合理報酬的。社群主義對社會資本的論述

偏好Robert Putnam的觀點（Etzioni, 2003; 

Gilchrist, 2019），該觀點認為社會資本是

個人間的許多連結—社會網絡、互惠

的規範與彼此的信任感，它與「公民美

德」（civic virtue）的關係緊密，當它鑲

嵌在互惠社會關係的密集網絡中時，公民

美德會發揮更多力量（Putnam, 2000）。

Putnam（1993a, p. 167）即將社會資本定

義為：「能夠藉由促進協調的行動來改善

社會效率之社會組織的特性，例如：規

範、信任和網絡」，他將社會資本視為一

種公共財（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副產品），

且其本質也是為了大眾的福祉。Putman

（1993b, p. 1）也認為好的治理與公民承

諾有密切的關係，社區內的社會凝聚力端

視社會網絡、規範和信任而定，這些構成

要素對社區生活品質的改善和社區發展是

必要的。

社群主義強調的網絡較屬於非正式

單位，例如，志願部門或社區自身，非正

式部門（如：家族等）更是主要的網絡節

點。因此，網絡建構過程較著重志願性的

方式，是屬於一種水平式的網絡擴散，透

過網絡的建構，它能連結社區中每一個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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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方面可充實弱勢者的個人網絡，增

加次級網絡之密度，以協助其得到社區的

支持，另一方面，它又可統整既有之服務

網絡，發揮互助與資源有效運用之功能。

因此，網絡的建構之所以成為焦點，在於

它能扮演許多的功能：（一）提供完整且

分散的溝通管道；（二）創造反思與學習

的機會；（三）促進集體行動；（四）支

持跨單位間的夥伴關係；以及（五）促進

社會凝聚（Gilchrist, 2019）。

三、公民╱社區參與之於社區治理

相較於傳統的科層的管制或準市場

的管理，治理途徑提供了一種人民可以

參與及發聲的管道（Das et al., 2015），

並彰顯出公民參與為實踐社區治理不可

或缺的要素。社區治理亦是一種公民治

理（Kooiman, 1993），它是一種在地居

民為了社區集體利益的行動，其參與者

可能包括公、私和志願部門的行動者，

也帶來「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

「責信」（accountability）與「正當性」

（legitimacy）等問題（柯于璋，2020；

莊俐昕，2019）。Bellah（1995, p. 53）

指出，社區若要達成正向的善（positive 

goods），它必須提供機會並支持成員的

參與。然而，社區所能提供參與的機會，

必須形成特定的管道，且不同管道所代表

的意義並不相同。對左派來說，參與是凝

聚集體意識與採取社會行動之基礎，對右

派而言，參與卻是代表著消費者選擇權的

實踐；社群主義者則認為社區參與應是一

種民主觀點的參與。

民主觀點的參與指的是人民、草根性

團體組織或是社區本身，能夠涉入對其產

生影響的各種決策環境。為避免傳統代議

士政治之由他人替代人們做選擇而衍生的

「虛假期待」（false expectations），民

主觀點的參與強調社區必須是一種包容性

而非排除性的社區，社區之中的每個成員

應受到尊重，共同分享社區中的權力並決

定集體的行動，以確保成員所需的社區生

活能夠真正的實現，特別是滿足以下三個

原則（Tam, 1998）：

（一）共同討論：指任何的真實性訴

求，只有經過參與者的審議判斷之後，該

訴求才能被接受。

（二）共同價值與相互責任：即所有

社群中的成員均應負起責任，以實現共同

的價值（如：愛、智慧、正義、實現）。

（三）社群主義式的權力關係：即所

有受權力結構影響者，均能夠平等參與，

以決定權力該如何運作。

為此，民主觀點的參與之達成至少涉

及兩項前置要件：（一）參與的機會必須

開放給所有的社區居民，參與結構應避免

因潛在的社會排除而衍生出權力不平等的

關係；（二）做為人民與政府之間的中介

角色，社區組織或群體必須具備相當之能

力，否則它不容易受到居民的認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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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意見亦難以形成。

肆、臺灣社區實務中的治理議
題

1965年行政院頒布的《民生主義現階

段社會政策》提出「以社區發展方式，促

進民生建設為重點」，這是官方文件首度

提到「社區發展」一詞。社區發展途徑的

提出深受聯合國於1950-60年代落後地區

推行的社區發展工作影響，主要目的皆在

運用地方之人力或資源，以投入或支援政

府之建設工作。為貫徹社區發展工作之推

行，行政院於1968年頒布《社區發展工作

綱要》，目標在「有計畫的動員區域內之

人力、物力、財力，並配合政府各部門之

施政計畫與財力支援，以增進區內人民生

活條件，提高區內人民生產效能，改善區

內人民生活環境，建設民生主義新社會為

目標」。臺灣省政府亦於1968年公布「臺

灣省社區發展八年計畫」（1972年改為十

年計畫），開始將全省6,215個村里依其

自然形勢劃分成為4,893個社區，而成為

現今劃分社區的開端。

基於早期社區發展工作啟動之初，即

陷入「由上而下」、「重物質、輕精神」

的窠臼，再加上1980年代臺灣社會民主化

的氛圍，「社區發展工作」亦被視為社會

運動之一環，而於1983年將「綱要」改為

「綱領」，並將原有社區理事會由社區內

之戶長選舉9至11人組成，提高至21人的

上限，並規定其任期，以增加社區居民的

參與程度。1991年中央頒布《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將社區改以人民團體（社區發

展協會）的方式運作，社區發展協會設會

員（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及監事會。

這項轉變使得臺灣基層事務的推動與運

作，出現行政體系的村里與民間性質的社

區發展協會雙軌並存的狀況，也成為基層

政治的競合或紛擾的續曲。

一、公民／社區參與的促進

社區和社區主義的倡導在許多公共事

務領域發揮其影響力，自1990年代開始推

動的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強調要透過基

層建設、精神倫理與社會文化的整合，並

以文化建設為手段，共同致力於社區共同

意識的培養（黃煌雄等人，2001）。2000

年代推動的「健康社區六星計畫」，其所

提出的六個面向彰顯出，無論是環境保

護、生態保育、社福醫療⋯⋯等，皆提倡

能夠藉由社區居民親自參與，以提高對社

區的認同感。這種新公民治理模式是一種

社區主義的實踐，強調透過公民的直接與

無私的參與、公益的追求，不僅讓公共事

務成為民眾的權利，也是義務，而且經由

公民的參與過程，建立起休戚與共的社區

意識，從而形成社區的目標與價值（柯于

璋，2005）。

參與和投入社區組織的活動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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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民參與的表徵，若以Glen（1993）提

出的三種社區研究途徑觀之，無論目標是

在追求促進社區自主性之社區發展途徑、

為社區利益及政策進行奔走之社區行動

途徑、抑或發展與社區為導向的組織或

服務之社區服務途徑，鼓勵居民「參與」

（participate）或「投入」（engage）社

區事務是皆為不可或缺的要素。對以地方

為基礎（place-based）的社區發展協會而

言，如何鼓勵居民願意參加社區活動，或

更進一步願意表達並實際投入社區公共事

務，對社區能否達成「社區發展工作綱

要」羅列的三大面向22項的工作項目，抑

或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羅列的六大面向22項

工作項目，不僅是重要的前提，也具有絕

對的影響力。從社區參與到社區投入過程

中，除了要鼓勵社區居民參與社區中的各

項活動之外，也要能夠鼓勵居民參與公共

事務，透過意見表達與行動參與，以讓社

區中的任何工作計畫必須是民眾所認同

的，也應由社區民眾參與討論、擬定和推

動，如此不僅計畫會受到社區民眾的重

視，亦可促進社區問題的解決及社區價值

的實現。

臺灣的社區實務中，公民的社區參

與可由兩個面向觀察：（一）社區居民參

與社區的活動；（二）社區居民投入社區

的事務。就參與而言，經過多年各項社區

活動的推動與多元化，居民參與社區活動

的意願與行動與日俱增，研究發現（黃源

協等人，2024），社區豐富且多元的活

動，雖然在籌劃與辦理時需絞盡腦汁，卻

已換來民眾熱烈的參與，不僅讓社區民眾

有交流的機會，亦強化了民眾對社區的認

同感。就投入而言，許多社區經過多年的

努力，獲得政府獎項的肯定，優異表現不

僅振奮了已投入社區事務者，亦因強化居

民的榮譽感而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共同投入

社區事務。然而，研究亦發現（黃源協等

人，2024），多數的社區居民難以避免地

多是關注於自身事務，對於公共事務相對

較為無感，願意投入社區事務推動者仍難

以形成一定的規模。

二、網絡╱夥伴關係的運作

依《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12條規

定：「社區發展協會應針對社區特性、

居民需要、配合政府政策及社區自創項

目，訂定社區發展計畫及編訂經費預算，

並積極推動」；前項配合政府政策項目包

括：公共設施建設、生產福利建設、以及

精神倫理建設。《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

15條亦規定：「社區發展協會應與轄區內

有關之機關、機構、學校、團體及村里辦

公處加強協調、聯繫，以爭取其支援社區

發展工作並維護成果」。另外，相較於村

（里）經費之單一化，社區發展之經費來

源甚為多元，其中社區生產收益及政府機

關之補助，可能為社區帶來龐大的社區發

展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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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臺灣的社區已成為許多公共事

務的實踐場域，無論中央政府的部會或地

方政府的局處，許多業務的推動亦期待藉

助於社區的力量，尤其是1990年代之「福

利社區化」和「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

再加上2000年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涉

獵的內容，更讓許多有企圖的社區組織

（尤其是社區發展協會），透過各項方案

或計畫的申請，大量爭取各級政府經費

的補助，進而成為許多政府單位或部門宣

傳施政成果的重要來源。因而，相較於村

（里）之行政業務的單純化，社區發展協

會除必須藉由「搏感情」來建立社區與居

民之間的連結，也要能夠周旋於可能支持

社區之公、私部門。為此，如何建立與社

區居民、公私部門之間的夥伴關係，對社

區發展的推動與成果有絕對的影響。

在社區實務上，儘管《社區發展工

作綱要》僅強調社區發展協會應與轄區內

有關單位協調、聯繫，但現實的社區實

務中，許多表現績優的社區早已超越了

與「轄區內」的有關單位互動，其所建構

的網絡不僅從「社區內」到「社區外」的

單位，亦從「公部門」到「私部門」。研

究發現（黃源協等人，2024），一些績優

社區已能夠透過盤點羅列出社區重要的組

織，並善用鄰近公司／企業、學校的友善

關係，不僅能夠減少對外界的依賴，也能

形成融合的關係；此外，一些內部資源較

有限的社區，也能夠連結並善用中央與地

方部門的專案與補助，不僅能夠改善相關

環境設施，也能夠推動各項福利措施，甚

至能夠善用外界宗教及企業慈善團體的資

源，結合商業組織活動，彼此資源共享、

相互支援、互利互惠，以提升社區整體的

動能，這些舉措皆有利於各項事務的推

動。

然而，研究亦發現（黃源協等人，

2024），亦有社區存在著內部組織相互競

爭及彼此猜忌，致使難以整合而弱化了社

區的動能，尤其是村（里）長與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之政治權力的爭奪，造成彼此

猜忌、相互抗衡，而賠上整個社區的和諧

和進步；在對外連結上，常見的是政府主

導資源的配置，一旦政府資源緊縮或變

動，亦可能讓原本依賴政府的社區需面對

更多的變數與風險，甚至社區因而逐漸凋

零。

三、村里／社區組織的權力關係

村里為地方自治團體最基層的行政

編組，依《地方制度法》第59條第1項規

定：「村（里）置村（里）長一人，受鄉

（鎮、市、區）長之指揮監督，辦理村

（里）公務及交辦事項。由村（里）民

依法選舉之，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第61條第3項規定：「村（里）長，為無

給職，由鄉（鎮、市、區）公所編列村

（里）長事務補助費，其補助項目及標

準，以法律定之」。就村里長產生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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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村（里）長任期四年，由年滿20歲之

村（里）公民，就各該村（里）居住滿四

個月以上，且年滿23歲之公民登記為候選

人者，直接選舉產生，連選得連任。村

（里）每年辦理一次里民大會或基層建設

座談會，村（里）下設鄰，僅係村（里）

之編組，鄰長雖可辦理選舉產生，目前

則由村（里）長就各該 鄰公民中遴聘產

生，任期四年，連聘得連任（紀俊臣，

2019）。

社區發展協會則依《人民團體法》

的規定，由欲組織社區發展協會的居民，

自行發起籌組，並吸納居民自由加入為當

然會員。依據《社區發展工作綱要》第6

條第2項規定：「主管機關應輔導社區居

民依法設立社區發展協會，依章程推動社

區發展工作」；第7條規定：「社區發展

協會設會員（代表）大會（為社區發展協

會最高權力機構）、理事會及監事會。就

社區發展協會的定位而言，社區發展協會

係屬志願性質的人民團體；依《人民團體

法》第17條第1項規定：「人民團體均應

置理事、監事，就會員（會員代表）中選

舉之」；第2項規定：「理事、監事名額

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常務理事及常

務監事，其名額不得超過理事或監事總額

之三分之一；並由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

一人為理事長，其不設常務理事者，就理

事中互選之。第20條規定：「人民團體理

事、監事之任期不得超過四年，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章程另有限制外，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第21條規

定：「人民團體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表1）。

表 1  村里與社區發展協會之比較

村里 社區發展協會

成立基礎／定位
地方制度法／地方自治團體基層行政

編組

人民團體法、社區發展工作綱要／非

營利組織、人民團體

主要任務
受鄉（鎮、市、區）長之指揮監督，

辦理村（里）公務及交辦事項。
推動社區發展業務

領導者 村（里）長 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領導者產生方式 直接選舉產生 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舉一人為理事長

領導者任期 村（里）長任期四年，連選得連任
理事長任期不得超過四年，連選得連

任，以一次為限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社區發展季刊　186 期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120

專題論述

村（里）與社區發展協會雙軌的模

式，屬於行政體系的村（里）和民間體系

的社區發展協會，若能夠發揮彼此協力合

作的精神，對村里或社區的發展皆將創造

加乘的綜效。研究發現（黃源協等人，

2014），有的社區能夠善用村里辦公室的

組織系統，即能夠迅速整合社區資源和

強化社區能量；另外，若村（里）長能夠

兼任理事長，更是有利於村里與社區事務

的推動。然而，紀俊臣（2019）卻指出，

在基層治理上，村（里）長兼任社區發展

協會理事長，因具有龐大的社區發展經費

支援，即如虎添翼，更無視於上級政府的

指揮監督；設若村（里）長或其家屬未能

兼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則村（里）的

政治鬥爭，將有如政黨對決之政治組織的

對立，甚至完全喪失鄰里民具有社區認同

的社區意識而明爭暗鬥。研究亦發現（黃

源協等人，2024），在臺灣特有的選舉文

化催化下，社區居民通常有其各自政治立

場，平常若無特殊事件尚能相安無事，但

在選舉時候就易於因立場或派系不同，而

陷入內部分裂的狀況，村（里）長或理事

長也常因選舉結果的成敗，而動搖其領導

權力；此外，隨著政府補助經費或社區產

業收入的增加，亦常因利益糾葛而造成社

區組織或利害關係人之間的紛爭或分化，

而影響到社區持續性的發展。

伍、社區該如何治理？— 對
社區工作的意涵

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當今全球矚目的議題，它是一趟旅程，

若將它置於社區脈絡裡，並與「社區發

展」結合，即形成「永續社區發展」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mstead & Quinn, 2005），這趟旅程

的目的地即是「永續社區」（sustainable 

community），為達到永續社區的理想，

實務上應具備多方面的理念與技巧，例

如：民主參與、能力建構、社會資本、

跨部門的互動及環境意識等（Gamble & 

Hoff, 2005），這些理念或技巧即是能否

執行「永續社區發展」，以及能否締造

「永續社區」的重要基礎。1965年《民生

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的頒布，開啟了臺

灣社區發展的序幕，在政府、民間社會和

社區的努力下，迄今，社區在許多公共事

務領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成為許多居

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永續社區發展是一條無止境的旅

程，過程中需要有良善的社區治理（good 

governance）為後盾，始可能創造和維繫

社區成為宜居之地。良善社區治理涉獵的

面向既廣且深，臺灣社區脈絡裡，社區政

治與社區治理的成效息息相關。為促進良

善社區治理，社區要能夠提升社區居民參

與的意願和行動，要能夠開發並取得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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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部的資源，也要能夠分享權力。臺

灣的社區政治是整個大社會政治的縮影，

尤其是由村（里）和社區雙軌的權力結

構，深受大社會黨派運作的影響下，兩者

若派系相同或可協力合作，將可為社區的

營造和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反之，若分

屬不同派系或爭權奪利，將為社區的營造

與發展埋下衝突的根源，甚至摧毀歷經長

久營造或發展的成果。在面臨不穩定之社

區政治的威脅下，為讓社區營造的每一步

成果成為下一階段社區成長或發展的基

礎，身負重責大任的社區工作該有何作為

呢？

一、提倡社區／公民參與和投入，形塑

社區文化與社區價值

參與和民主是社區工作的重要價值之

一，審視當前臺灣社區實務，隨著各項社

區政策和方案的推動，社區居民參與社區

舉辦的活動之「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已有顯著的提升，但社區

居民願意參與社區事務的「社區投入」

（community engagement）卻有待提升，

甚至有些已投入社區事務的居民，亦可

能因社區派系的更迭而撤退。邁向「永續

社區」是社區工作的理想與目標，相信也

是社區人士願意投入社區事務的初衷，然

而，紛紛擾擾的社區派系運作卻是一種潛

在的威脅。社區主義者相信，社區居民有

權利也有義務參與自己社區所發生的事，

並藉由參與行動而獲得成長和滿足。為

此，身負社區治理重責的社區領導者，尤

其是草根性的社區發展協會，主事者應有

義務營造一種激發社區民眾民主參與的途

徑，且逐漸將之形塑成為一種「社區文

化」和「社區價值」，以避免因社區政治

的變動而動搖居民參與的初衷，進而讓社

區的派系運作是一種競合關係，而非衝突

或敵對的關係，以讓每個階段的社區建設

成果皆成為社區永續的基礎。

二、建構社區內、外連結與網絡，營造

友善的夥伴關係

網絡關係是一種「取與給」的關係，

若要達到網絡的目標或功能，其運作要能

夠扣緊著社會價值（如：平等、充權和參

與），亦須遵守一些基本原則（例如：

情感與關懷、溝通與理解、信任和尊重

等）（黃源協、莊俐昕，2020；Gilchrist, 

2019），網絡成員（參與者）也必須建立

起真誠的夥伴關係，而其能否成功的關鍵

主要在於：（一）平等互惠關係；（二）

穩定發展且相互學習的協力過程；以及

（三）信任與社會資本（陳敦源、張世

杰，2010）。依此，良善社區治理需要實

質且有效的內、外部網絡及其建立的夥伴

關係為基底，進而為社區的永續發展創造

利基。

審視當前臺灣社區實務，一個優質

且卓越的社區絕不可能是一個封閉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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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獲得社區內外有形或無形資源的支持，

社區早已超越「轄區」的界線，其所建構

的網絡不僅從「社區內」到「社區外」的

單位，亦從「公部門」到「私部門」。社

區中大多數問題的肇因是多元的，如何尋

求標、本兼治的方法，並以全方位的方式

來處理問題，是全面性社區發展必須有的

認知。草根性的社區組織往往有其穩固的

在地基礎，且較熟悉在地的優勢或資源，

這種內部關係導向當可促使社區的發展策

略始於社區既有的資源，讓社區發展的前

景充滿著希望，且可持續性發展。然而，

在開放社會中，社區不可能自絕於外，外

部的政府單位、非營利組織或企業部門，

社區組織若能妥善與之建立友善的關係，

當可成為全面性社區發展的重大助力。為

此，社區治理領導者應能思考如何建構與

社區發展相關之必要的內、外部網絡，並

與之維持友善的夥伴關係，以讓社區在必

要獲取外部資源或外力支持時，發揮輔助

或支援的功能，以提升良善社區治理的可

治理性。

三、深化社區民主教育，化解組織或派

系的隔閡和衝突

社區的組織、協會和機構展現出的

「社區權力」，是解決社區公共議題或

問題之權力的潛在來源（Green & Haines, 

2015），也是社區固有的民主能力之一

（Scully & Diebel, 2015）。臺灣社區實務

上，村（里）和社區之間的關係，對社區

營造與發展的成敗具有絕對的關係，若領

導者為同一人或同派系，村（里）與社區

皆相安無事，甚至可因兩者的合作而為村

（里）與社區添增更多的福祉，若非同一

人或同一派系，即有可能因兩者之間的矛

盾或衝突，而讓村（里）和社區陷入停滯

甚或倒退的現象。社區派系確實是許多社

區長久存在的「痛」，僅有少數人把持而

欠缺分享權力的社區，尤其是涉及到政治

面的角力糾紛、利害衝突和權力抗衡，皆

為社區的持續發展帶來高度的不確定性；

誠如賴兩陽（2021，頁89）指出，臺灣的

社區工作參雜了個人利益與政治立場的複

雜因素。為化解或舒緩社區難纏的派系問

題，若僅是靠現實的利益之交換，抑或放

任不作為，社區絕難以安定或穩定，更遑

論永續發展。為此，除社區平日要能建立

並維繫非正式網絡的互動和關係外，以及

形塑出以社區福祉為考量的共識與道德訴

求外，更應將社區民主教育列為社區發展

上的重要議程。

（本文作者：黃源協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張玉龍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

利學系助理教授；莊俐昕為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原住民文化產業與社會工作學程特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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